
吕振羽和翦伯赞史学观点的异同及特点
———以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为中心的考察

刘超燕

摘　要　自社会史论战结束至１９３７年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尚不明确，吕振羽和翦伯

赞在这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呈现出“同气连枝”般的互济和共识，在古史分期、社会性

质、亚细亚生产方式等问题上有着较为一致的看法。另一方面，在如何看待史前神话传说的史料价

值、如何处理研究中一般与特殊的关系等问题上，又表现出“和而不同”的特点。他们都曾将郭沫若

划至“实验主义”一派而加以批评，并就亚细亚生产方式、古史分期等重大历史理论问题同郭沫若形

成对峙、争论的局面。吕振羽、翦伯赞之间的共识和异见，以及二人对郭沫若观点的接受、批评与再

认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整合与过渡阶段的实际反映。全面认识和把握这一特点，实事求是地

分析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谱系的多重面相，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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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史论战后期，吕振羽和翦伯赞相继参

与其中，论战结束后，他们继续致力于中国马克思主

义史学研究，产生了愈来愈大的学术影响。从社会

史论战结束到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四五年间，论战的

硝烟并未完全消散，除了对论战进行总结评判外，许

多学者不断发表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各种观点；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同时中

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尚未明确。吕振羽和翦伯赞

在此期间的学术活动颇具典型意义。已有研究或侧

重于二人各自的史学研究特点，或更为突出他们作

为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共性特征，综合比较这一时期

二人在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上相同、相异之处的研

究尚较为薄弱，这一定程度地影响到对于社会史论

战后期处于过渡与整合阶段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发展状况的深度考察。本文重点探析２０世纪３０年

代社会史论战结束后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尚未清晰

的一段时期内吕振羽和翦伯赞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

究的异同及特点，由此展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

动态发展和阶段特征。

一、“同气连枝”：
吕振羽、翦伯赞的互济与共识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中，吕振羽（１９００—

１９８０）与翦伯赞（１８９８—１９６８）在成长背景、治学经

历、学术观点诸方面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吕振羽、翦

伯赞同属湖南籍学者，都具有少数民族血统，且年龄

相仿、家境相似。青年时代，他们辗转于“主义”之

间，此后在人际交往、社会形势、阅读原典等内外因

素影响下，逐步接受唯物史观，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

仰。１９２８年秋，二人因学缘、地缘关系相识于北平，

自此建立人生交谊。在之后的学术生涯中，他们联

系密切，曾合著《最近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一书。

吕振羽在《中国政治思想史》“自序”中说：“当我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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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时候，承许多学术先进朋友给了我不少指示和

帮助，尤其是谭丕模翦伯赞两先生供献给我不少意

见。”①１９３６年、１９３７年二人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吕振羽和谭丕模是翦伯赞的入党介绍人。在国共第

二次合作之前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尚不明确的几年

间，集学者和革命者于一身的吕振羽和翦伯赞，在生

活事业和革命斗争中彼此支持、互助共济，在学术观

点上则立场一致，形成了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

合作颇具典型意义的范例。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受顾颉刚疑古学说的影响，中

国上古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一般新兴历史

家不敢从封建社会再前进一步去研究先于封建社会

的中国历史”②的现象。从唯物史观史学的视角看，

上古阶段大致属于原始社会时期，如果这个时期的

研究处于空白状态，势必会影响中国历史上的奴隶

制、封建制阶段的继续研究，乃至唯物史观社会形态

理论对中国历史的整体研究。正如翦伯赞所说，史

前史“攸关人类历史之出发点”，“不能得到正确的解

决，则整个的中国史，也就无法解决”③。此外，“古

史辨派”对上古神话传说史料所采取的较为决绝的

否定态度，也是一个需要慎重对待的学术问题。在

这种情况下，吕振羽于１９３４年出版《史前期中国社

会研究》，旨在“给无人过问的史前期整理出一个粗

略的系统”，同时说明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和世界其

他各国“自始就没有什么本质的特殊，而是完全有其

同一的过程”④。吕著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把史前社

会纳入历史研究视野，用唯物史观论证神话传说所

反映的史前社会是原始社会。与“古史辨派”不同的

是，吕振羽仍然强调古史神话传说中蕴含着一定的

历史真实：“那些散见于各种记载中的神话传说的来

源，我们虽不敢完全确定，但它们能代表历史上一个

时代的真际意义，是我们敢于确定的”，从古代文献

中的神话传说“抽出真际可靠的部分”，重构“神话传

说所暗示之野蛮时代的中国社会形态”，是这部著作

的另一个特点⑤。《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被后人评

价为“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的一本体系完整的

关于中国原始社会史的著作”⑥。

《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在处理包括神话传说在

内的文献史料和考古实物等方面，确实有不少粗糙

和不足之处。批评者也主要是针对这方面存在的问

题提出意见。如戴家祥罗列书中出现的数条引用、

注释、断句错误，评价该书“取材之滥，识见之差，不

敢恭赞一词”⑦。“古史辨派”重要成员童书业发表

书评，从史料考证和史学方法两方面对《史前期中国

社会研究》进行“打破”和“根本批判”，批评吕振羽未

经考究传说的出处而任意引用，这类问题如果“细细

寻求起来，总可以写成一部与原书卷页相埒的批评

巨著”，他同时表示，唯物史观“这副工具可以解决一

切问题，可以当作考证史料的唯一方法，这我们便不

能不坚决的反对！”⑧

也有不少人对《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持肯定态

度。如论者指出，该书“依据仰韶各期出土物，甲骨

金文诸史料，以及古籍之传说记载……取材甚属新

颖可喜”⑨。还有人认为：“批评吕先生对古籍真伪

不分的大胆应用，正是因为吕氏能严正的把握神话

学之应用。”�10其中翦伯赞对该书的褒扬显得十分突

出。翦伯赞说：“最近，好像又有一枝异军突出，这是

由《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的著者吕振羽君所领导，

吕君对于材料之解释，自然也难免有牵强的地方，但

在历史方法之应用，确实很能谨严。”�11他还着重指

出吕振羽“把实物与神话连贯起来，企图描出中国古

代社会的轮廓，这在古史研究的领域里，总算是一步

的前进”�12，“在中国先阶级社会史的研究上，是尽了

一个开辟的任务”�13。翦伯赞尽管提及吕著“对于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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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之解释，自然也难免有牵强的地方”，但并未展开

阐述，更多地是从学术意义、研究方法等方面强调其

特点，对因该书而“遭受着许多无理的谩骂与嘲

笑”①的吕振羽给以声援和支持。

在其他一些重要问题上，翦伯赞与吕振羽也保持

着一致的观点。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奴隶社会，这是

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核心问题之一。翦伯赞和吕振羽

均主张奴隶制在中国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那些“无

奴论”者的论据“无论在理论上及实际上都是不能成

立的”②，殷代是奴隶社会，而非当时史家“几于一致

的判定为氏族社会”③。在《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

中，吕振羽从经济形态、政治组织、社会意识等方面

论证了殷代的奴隶制特征④。翦伯赞对此不仅深表

赞同，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方面辨析“奴隶制之

典型的形态，确实占领了中国殷代的全时期”⑤，而且

认为“吕振羽比郭沫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很显然地

是前进了一步”，“关于奴隶所有者社会在中国历史

上之时期的问题，吕振羽肯定是殷代，这是对的”⑥。

关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吕振羽在《史前期中国

社会研究》中从生产方式入手，通过重点考察土地所

有制形态、直接生产者身份和剥削方式等问题，论证

西周是典型的初期封建制社会，奠定了“西周封建

论”的基本理论框架。翦伯赞虽未有专文论及该问

题，但在《历史哲学教程》以及４０年代撰写的《中国

史纲》中均采用“西周封建论”，并对中国封建社会的

演进进行了详细论述⑦。他们二人成为马克思主义

史学中“西周封建论”的早期主要代表人物，范文澜、

吴玉章、邓拓等马克思主义史家均持此说。

“亚细亚生产方式”是论战的焦点之一，在苏联、

日本、中国都曾引起广泛讨论。吕振羽对此的看法

几经转变。他自述《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一书基本

接受哥德斯的观点，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

在未读到摩尔根《古代社会》之前的“一个假设”，“亚

细亚生产方式”就是“封建主义”，就中国而言属于

“东方封建主义的特殊性”⑧。之后他通过《殷周时

代的中国社会》检讨旧说，提出马克思所说的“亚细

亚的”，是一种初期种族国家的奴隶制，“相当于希腊

罗马的奴隶制度阶段，亦即希腊罗马而外之世界史

的奴隶制度阶段的社会构成”⑨，殷代的奴隶制被吕

振羽称为“种族国家的奴隶制”�10。１９４０年，吕振羽

回顾评价中外各方观点，肯定科瓦列夫的“奴隶制的

变种”说�11。翦伯赞对此的认识变化不大，他自始即

赞同科瓦列夫的主张，认为“亚细亚生产方法”所说

明的社会，“在本质上，不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而只是

所以别于古代希腊罗马的奴隶社会之一种变形的奴

隶社会”�12。吕振羽、翦伯赞的基本共识在于，“亚细

亚生产方式”涵盖于奴隶制的社会构成之中，其所说

明的社会实质上是奴隶制社会。

基于共同的政治立场，吕振羽和翦伯赞对以陶

希圣为代表的国民党左翼学者、托派以及胡适等人

的言论都持批判态度。如陶希圣在《中国社会之史

的分析》一书中认为：“现在是古史破坏的时期，建设

翔实的古史却必待考证工夫完成以后。”�13翦伯赞指

出，这一段话“简直就是胡适非难古史的复写”，所谓

“史料缺乏”“无信不征”不过是胡适、陶希圣等“用以

拒绝研究中国古史的一种托辞”，“他们不愿意在中

国历史的开端，写上一个他们所不愿意的无阶级的

‘原始共产主义社会’”�14。陶希圣的《中国政治思想

史》一书“不但找不出半点新的科学方法的气味，而

且完全是反‘唯物辩证法’的”�15，吕振羽于１９３７年

出版同名专著《中国政治思想史》，有针对性地批驳

了陶希圣、胡适、叶青等人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以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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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圣为代表的“新生命派”大量运用波格丹诺夫的理

论，竭力证明中国“仅仅是一个复杂的特殊社会”①，

借用“士大夫阶级”“商业资本”等名词②，意在阐述

中国的封建制早已崩坏。吕振羽和翦伯赞则坚持认

为，“中国社会的现阶段，便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③，“从周代起到最近百年以前，完全为封建的，

一直到现在，我们除分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制度

外，再不能有其他的推论”④。他们剖析了陶希圣观

点的实质，就是“企图历史地去否定中国有阶级剥削

关系之存在”，“反对革命的反封建的历史任务”⑤，

“暗示我们以中国社会之资本主义的前途和反帝国

主义运动的没有必要”⑥。可以看出，如何认识中国

的社会性质，与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直接相关，吕振

羽、翦伯赞二人的观点是捍卫中共“六大”确定的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论断，他们对陶希圣等人

的批判，是“拥护革命与反对革命的斗争，革命与反

革命的斗争”⑦。

从吕振羽、翦伯赞在社会史论战后几年间的马

克思主义史学论述中，我们还可以捕捉到一些值得

注意的要点。

首先，他们都强调史料和历史考证方法的重要

性，审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史料与理论的辩证

关系。翦伯赞、吕振羽意识到论战存在着“不但是史

料的搜集不够，而且对社会科学的素养也不够”⑧的

缺陷，认为“在新的科学领域中的史料的考证与搜

集，才开始萌芽”⑨。他们不断论证史料与理论在研

究中的关系问题。吕振羽主张：“方法和材料是同样

重要的”，“没有正确的方法，便不能正确地处理材

料；没有充分的材料，便不能说明历史的活的具体的

内容”�10。这一时期，以理论见长的翦伯赞极力批评

论战中“只以引经据典为能事，不以事实去说明历

史，而以公式去推论历史”�11的现象，认为史家只有

“依据正确的方法论，依据中国历史资料的总和”，才

能从事历史科学研究领域的“拓荒”工作�12。理论与

史料之间的张力一直存在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

究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出现的很多问题的症结，也是

由于没有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吕振羽、翦伯赞二

人很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也在不断地探

索正确的处理方法，这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继

续发展的学理基础。

其次，他们都提出了集体研究及撰写通史的设

想。“在过去将近十年的论战结果……中国社会通

史的著作还是缺如”�13，“中国的历史家，至今还不曾

写出一部正确的中国通史”，翦伯赞对此感叹道：“我

深切地希望我们新兴的历史家，大家用集体的力量，

承继着我们先驱者努力的成果……来完成中国史的

建设。”�14吕振羽也说：“我认为较完满的中国社会史

的产生，实有期待于集团工作的必要。”�15他们都期

待着尽早实现以集体合作的方式撰写马克思主义史

学中国通史、构建和完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术

体系的研究模式，而这也的确成为之后中国马克思

主义史学的研究特征之一。

此外，确定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为现实形势服务

的主基调。马克思主义史学自建立起，就与社会现

实密不可分。吕振羽即主张，从事中国社会史研究

“并不像老先生们玩弄词章一样在作为消遣……而

是为解决民族出路之一现实的任务上的问题”�16。

随着民族民主革命的深入，翦伯赞指出，史家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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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岩：《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与形成》，载《中国近代
史学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４页。

参见陶圣希《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第９～１６、２６～３９页。

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第６０页。

翦伯赞：《关于“亚细亚的生产方法”问题》，《劳动季报》第８期，

１９３６年３月。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第７６页。

吕振羽：《史学新论》，《晨报·历史周刊》（创刊号）１９３６年１０月

３日。

吕振羽：《关于“怎样学习中国历史”等问题的解答》，载《史学研
究论文集》，华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４年版，第５６页。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第２９页。

吕振羽：《史学新论》，《晨报·历史周刊》（创刊号）１９３６年１０月

３日。

吕振羽：《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教程》，载《吕振羽全集》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２９０页。该书系吕振羽在１９３８年至

１９３９年于湖南塘田战时讲学院研究班授课讲义。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第２４５页。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序》，第７页。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翦伯
赞更加直接地说明史料、历史考证方法对历史研究的意义，他
说：“我们各人都要用可靠的史料来证明自己的论点，而不要用
空话去原则地高调阶段性。”（翦伯赞：《读两种通俗著作后：略
论中国史的分期》，《联合周报》１９４４年２月１９日）

吕振羽：《中国先阶级社会史序》，《世界文化》第１卷第９期，

１９３７年３月。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序》，第４～５、７页。

吕振羽：《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跋》，第１页。

吕振羽：《对本刊的批评与贡献》，《食货》第１卷第８期，１９３５年

３月。



“就在于对一切歪曲的历史观作理论的斗争”，使其

“成为我们民族解放战争之指导的原理……把主观

的斗争配合于客观的历史倾向以争取抗战之最后胜

利”①。事实上，除了配合全民抗战和抵制各种错误

的历史观，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还为新民主主义革

命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综上可知，吕振羽和翦伯赞在社会史论战后“同

气连枝”般的互济与共识，不仅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

学的发展方向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很大程度上揭开

了那些伪马克思主义、假马克思主义者的真面目，而

且初步形成了唯物史观史学研究的新力量，呈现出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深化发展的若干新特征。

二、吕振羽、翦伯赞的“和而不同”

吕振羽凭借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连续推出的几部

学术著作及多篇学术文章，产生了较大影响，引起海

内外学界注意②。相较之下，直至１９３８年《历史哲

学教程》问世，翦伯赞并未出版史学专著，为数不多

的文章基本上是围绕论战中某一热点问题作专题论

述③。时人曾称吕振羽是新史学体系的 “领导

者”④，翦伯赞也说吕振羽“领导了一枝生力军”⑤。

由于二人在唯物史观史学研究中的许多观点相同或

相近，且吕振羽的成果数量和学术影响更为突出，后

人对他们在３０年代的关系便有了吕振羽“开辟前

行”、翦伯赞“亦步亦趋”的印象⑥。

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吕振羽述及自

己的史前史研究时表示，他重“立”不重“破”，“不然，

就这些‘别开生面’的议论一一加以分析，简直可以

写成一部《历史方法论批判》的书出来”⑦。针对“别

有用意”的评价，吕振羽自称“无暇去作正面的论

争”，而是从“中国史研究之‘立’的方面去答覆，意在

巩固自己的阵营，充实理论斗争的内容”⑧。吕振羽

并不忽视方法论的指导意义，但他主要是将方法论

与具体研究相结合，如《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殷

代———种族国家的奴隶制”部分，从研究方法和具体

概况两方面论证殷代的社会性质。

翦伯赞更侧重于方法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

论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他说：“假若没有正确的

方法作为研究的工具，则不但不能说明人类社会这

一长时间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且也不能发现每一历

史阶段的构成之基本的特征。”⑨如前所述，翦伯赞

曾在吕振羽饱受质疑时予以支持，多次肯定吕振羽

“在历史方法之应用，确实很能谨严”�10，“能够比较

正确地运用辩证唯物论”，“能比较灵活地运用史的

唯物论的思想方法”等�11。可以发现，他对吕振羽的

评价始终以是否正确运用方法论为标准，对其他相

关观点的评论也大致如此。此外，翦伯赞还十分重

视从方法论层面对各种历史观点和研究趋向加以

“批判”或“清算”。１９３８年出版的《历史哲学教程》

是这一风格的集中呈现，对胡适、顾颉刚、陶希圣、李

季、郭沫若、吕振羽、佐野袈裟美等中外史家的观点

和方法论作了系统梳理及批评，被时人评论为“在中

国的著作界中，这可说是凤毛麟角的了”�12。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仅就吕振羽、翦伯赞二人的学

术特点而言，在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前提下，翦伯赞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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翦伯赞：《中国历史科学中的实验主义》，《读书月报》第２卷第３
期，１９４０年５月。

如吴泽指出，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在苏联在日本已
被多数史学者公认为一九三三年以来国际东洋古史学的一大

新创见，唯一仅有的新史观下的中国原始社会史作”。参见哲
夫（吴泽）《中国历史著作论———关于几本中国历史著作的批评
与介绍》，（重庆）《理论与现实》第２卷第１期，１９４０年５月。

关于吕振羽、翦伯赞的著述情况，参见江明、桂遵义选编《吕振
羽史论选集·附：吕振羽著述年表》，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
版；杨济安编辑、张传玺订补《翦伯赞著述目录订补》，载《翦伯
赞全集》第一卷“附录二”，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许冠三
注意到翦伯赞、郭沫若与吕振羽学术地位的升降问题，参见许
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下册，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
年，第１１５～１１６页。

王直夫：《从〈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说到〈史前期中国社会研
究〉》，《文化批判》第４卷第３期，１９３７年７月。

翦伯赞：《殷代奴隶社会研究之批判》，《劳动季报》第６期，１９３５
年８月。

王学典曾说：“无论在社会性质还是在社会史论战中，都是吕开
辟前行，伯赞跟在后面亦步亦趋。”（王学典：《翦伯赞学术思想
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５３页）此后的一些研究
成果基本上因袭了上述看法，在此不一一列举。

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第１３～１４页。

吕振羽：《是活的历史还是死的公式？———答王宜昌君》，《文化
动向》第１卷第３号，１９３７年４月。

翦伯赞：《介绍一种历史方法论的名著》，《世界文化》第１卷第２
期，１９３６年１２月。

翦伯赞：《殷代奴隶社会研究之批判》，《劳动季报》第６期，１９３５
年８月。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第３０页。

胡莫：《书报评介：〈历史哲学教程〉》，《新知十日刊》第３卷第３
期，１９３９年１２月。



破为主，吕振羽则偏于立，“翦伯赞的消极批判与吕

振羽的积极建设构成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两

翼”①。因此，不宜简单以观点发表的先后将二人作

诸如“开辟”“跟随”粗线条式的评判，而应认识到吕

振羽、翦伯赞“破”与“立”的不同取径对中国马克思

主义史学拓展与深化的积极意义。

在如何看待史前史材料、怎样运用理论以及

其他学术观点上，翦伯赞与吕振羽亦表现出“和而

不同”的特点。由于史前材料不充分，出土实物很

少且大多未能确定其年代，加之中国的考古学研

究尚处在起步阶段，尽管吕振羽自述《史前期中国

社会研究》依据“各种古籍中的神话传说式的记

载”以及“仰韶各期的出土物”，以后者为“正料”，

前者为“副料”②，但实际上他更着力于对神话传说

的分析，神话传说的研究构成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

究》的主干③。由于吕振羽有“过度”使用神话传说

之嫌，以致后来有人甚至评价该书“只是旧神话的演

义”④。翦伯赞则主张史前史研究要将考古学遗存、

民族志材料、神话传说进行综合探讨，确定中国历史

的“开幕期”，“只能根据于最近考古学家所发掘的结

果，我们由于这些出土的古物而加以推论”⑤，要想

正确描述原始社会的图景“如果不是考古学有相当

的发展，几乎成为不可能”⑥。翦伯赞《中国史纲》

“即根据最新出土之史料以为出发”，以考古发现为

重要参照⑦。因此，翦伯赞批评吕振羽“过于图式

化，而且以为打破神话的材料，就是神话，以神话的

自身去说明神话，结果便是神乎其神”⑧，“对民俗学

的应用，也还欠充分，尤其对中国境内现存各落后民

族现实生活诸特征及其遗留，没有应用起来，这是一

个最大的缺点”⑨。虽然翦伯赞大体上同意吕振羽

的历史分期主张，但他与吕振羽的观点“有几点，也

是值得提出讨论的”�10。吕振羽“把中国史全过程划

分为各个不同的社会阶段，把每个阶段又划分为其

发展过程的各时期”�11，以中国封建制的阶段划分为

例，即区分出“初期封建制”和“变种的封建制”两个

时段�12，以展现封建制在发展过程中的演变。翦伯

赞则尤为注重历史阶段间的相互关联，他批评吕振

羽“过于注重个别阶段的特质之说明，而没有以同样

的精力注意到阶段与阶段间的关联”�13，这样的区分

虽然打破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误解，却陷入

了公式主义的错误，“真正活的历史，其发展的规律，

决不会采取这样一个同一的路程”�14。

翦伯赞的分析和批评为吕振羽所重视，在具体

观点的前后调整中均有体现。如吕振羽在《史前期

中国社会研究》中因袭摩尔根的说法，提出“因为言

语的形成，人类才从兽类脱离出来”�15。在翦伯赞看

来，“我们唯物的历史家吕振羽，也犯了一个严重的

错误”，“过于忽视作为人类化之主要前提的劳动，因

而也就忽视了作为实现劳动的人类的双手”�16。这

一指正得到吕振羽的认可。他通过该书增订本《中

国原始社会史》将此前的说法修正为：“因为知道制

造与使用劳动工具，从而言语的形成，人类才从兽类

脱离出来。”�17再如，吕振羽曾例举“父乙鼎”铭，将铭

文中的“易”解释为“赐”，谓殷代有赐田现象，以说明

殷代私有制的广泛确立�18。翦伯赞则认为，卜辞及

殷金铭文中均无“锡土田”的记载，当时的奴隶主占

有的是除土地以外的生产工具，吕振羽的理解“是不

妥适的”�19。１９３６年，吕振羽《殷周时代的中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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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峰：《吕振羽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构建》，《史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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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虽仍引用“父乙鼎”铭，但将结论修改为“殷代的

私有财产制度已显明存在……但土地私有的形迹，

我们却找不出来”①。此外，翦伯赞有关材料的使用

及历史阶段的商榷意见，也引发吕振羽的深入思考。

在４０年代出版的通史著述中，吕振羽遵循“尽可能

顾照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和其相互作用，极力避免大

民族中心主义的观点渗入”②的原则，关注中国各民

族的历史。此后，受现实民族学研究及古史分期问

题讨论热潮启发，对《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等相关

著作进行补充，增添了考古学成果及民族志资料，确

证了马克思有关原始社会的若干科学论断，对中华

民族全体的历史有了更为深刻的把握③。关于西周

的过渡性特征，随着讨论的深入，吕振羽也在不断调

整修订，检讨早期的研究“一方面始终只是把自己的

视野拘限在西周的圆圈内，一方面过多地注视封建

性方面的东西，而忽视了奴隶制和原始公社制方面

的东西”，并撰文系统探讨两周社会所具备的过渡性

和不平衡性④。

日本学者西嶋定生认为，社会史论战“并不仅仅

是就中国史的发展说明其时期之不同，而是如何运

用普遍法则分析中国史的特殊性的问题”，“在中国

史里探求如何从普遍法则上理解其以固有的特殊条

件所构成的生产关系”⑤。作为一个长期悬而未决

的学术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正是考察马克思主

义理论（普遍法则）与中国具体实际（特殊性）相结合

的典型例证。吕振羽主张“在其一般的最基础的根

基上，应该尽可能去探究这种特殊性，才能说明东方

社会之活生生的具体的历史，才不致把具体的东方

史抽象的公式化”⑥。翦伯赞则提出，“不应该夸大

形式上的差异，而根本否认本质上历史的一般性”，

因为这样无异于将中国史与世界史对立起来，“从根

本上否定了‘史的一元论’”⑦。许冠三对此评价道：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先前的名家未曾

认真致意的，别说李（指李大钊———引者注）、郭（指

郭沫若———引者注）未曾触及，连吕振羽也只有些微

的模糊意识”，而翦伯赞的若干认识成为“论衡各家

史学的信条，用以考察并研治中国历史的准则”⑧。

尽管他们在“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上同持“东方

奴隶制的变种”观点，然而吕振羽、翦伯赞的具体理解

和论证逻辑并不相同。吕振羽说：“在世界史上古代

各民族，在其进入到国家的时代的初期，大抵都经过

所谓‘亚细亚生产方法’的阶段。”⑨他主张的“东方奴

隶制的变种”既包括古代东方社会具备与古希腊罗马

的奴隶制的共同特征，还包括古代东方诸国独具的土

地国有、中央集权、两种形态的公社、国家治水事业等

特殊现象。这些特征之间矛盾的统一，便构成古代东

方奴隶制的“变种”，马克思、恩格斯为将其区别于古

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形式，称之为“亚细亚的生产方

法”�10。吕振羽的结论在于说明中国的奴隶制在结

构、内容上，不是古典的奴隶制，而应视为具备“亚细

亚生产方式”的特殊奴隶制，即在肯定普遍规律的基

础上突出特殊性。对此，何干之曾批评吕振羽夸大

了中国奴隶制社会形态，没有把“亚细亚生产方式”

与奴隶制作有机考察�11。吕振羽本人后来也反思：

“所谓‘种族奴隶制’一词，我在殷商奴隶制社会研究

中曾用过。那是错误的……不只是没有根据的，而

且会模糊阶级的真实内容和奴隶制社会的本质”�12，

故将其改为“初期奴隶制”，以凸显东方奴隶制与古

典奴隶制发展程度的差异。当代学者也指出，吕振

羽的看法更多地强调了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一种“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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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第１卷第６期，１９３６年１１月。

吕振羽：《“亚细亚的生产方法”和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
题》，（重庆）《理论与现实》第２卷第２期，１９４０年１０月。

何干之：《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上海生活书店１９３７年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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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种族国家的形态”，“忽视了从经济基础本身去分

析”，存在着教条主义偏向①。

与吕振羽的认识不同，翦伯赞理解的“东方奴隶

制的变种”意在说明“亚细亚生产方式”并不能构成

独立的发展阶段，那些外在形式上的特征无损于中

国奴隶社会的本质。翦伯赞并不否认东方社会的诸

形态“多少因为地理条件之影响……在形式上，失去

了其典型的样相”②，但他始终强调人类社会的发展

“在本质上，是有其发展之一般法则”，特殊因素“只

是多少改变其形式，对于本质上，是没有改变的可能

的”③。土地国有、永佃制、村落公社、人工灌溉等所

谓“亚细亚生产方法”的特征不是只存在于东方的特

殊形态，而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般

形态。在翦伯赞看来，李季、胡秋原、郭沫若、陶希圣

等中国史家为了把“亚细亚的”套入中国历史，否认

或割裂原始氏族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在中国历

史上的存在，这些做法是对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理论

的教条化理解。正如翦伯赞所说：“我们不是故意否

认这一种生产方法在东方之存在，不过我们是不愿

意抹煞事实去迁就理论，尤其不愿意以形式去改变

本质，更其不愿意以地理的条件推翻历史发展之一

般法则。”因此，翦伯赞总结道：“假设史的一元论是

正确的，则亚细亚的生产方法便不能是历史发展中

之一独特的阶段。”④从这个角度看，翦伯赞对“亚细

亚生产方式”的理解及其与奴隶制关系的认识，均旨

在论证奴隶制阶段在中国理论和事实层面存在的必

然性，他试图将受空间、历史、地理、环境等因素影响

而产生的特殊表征，即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代表

的特征弱化于普遍规律之下，从而说明中国社会的

发展和世界其他民族一样合乎一般法则，马克思主

义社会形态理论同样适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

回溯吕振羽、翦伯赞对“一般性”与“特殊性”辩

证关系的论述和他们有关“东方奴隶制的变种”的阐

述，可以发现，翦伯赞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中国奴

隶社会的关系，以及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理论与中国

实际的适用度问题的认识更加透彻。

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史家间

的异见同样具有比较互鉴的学术价值。总体而言，

吕振羽、翦伯赞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各自的研究视

角、学术观点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理解

同中有异，这些因素奠定、拓宽并调适着马克思主义

史学最初的内容、框架、路径，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不

断走向成熟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吕振羽、翦伯赞对郭沫若观点的
接受、批评与再认识

　　１９３０年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后在

学界产生巨大影响，在社会史论战中受到各方的关

注和评判，几乎是当时所有唯物史观史学研究者都

需正视的研究成果，吕振羽和翦伯赞自然也不例外。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学术创新之一，是“以

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⑤，依据甲骨文、金文

和先秦古典文献论证中国古代社会。此外他还相

继完成《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

《卜辞通纂》等古文字学专著。郭沫若在这方面的

成绩为吕振羽、翦伯赞所推崇。如吕振羽谈到易

卦爻辞的史料价值时说：“在这里我不必再作详细

的考证，请读者参考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第三

册和郭沫若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之《从

易经中所见到的古代社会》。”⑥同时推荐郭沫若的

著作为参考书，大量引用郭沫若有关甲骨文的考

释成果⑦。翦伯赞则称郭沫若继王国维之后“发挥

而辩正之”，使得“向之以为神瑞象征之古器，遂一

变而为科学的瑰宝，向之不为人所注意的铭文，遂

一变而为古史之珍贵的资料”，“中国的古史，始得

上溯于两周之世”，肯定郭沫若的古文字研究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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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第８２页。

翦伯赞：《关于“亚细亚的生产方法”问题》，《劳动季报》第８期，

１９３６年３月。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序》，上海新新书店１９３０年版，第

４页。

吕振羽：《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第３页。

吕振羽：《殷代奴隶制度研究》，《劳动季报》第２期，１９３４年７
月。在１９４０年发表的《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中，吕振羽写
道：“从‘九一八’到‘七七’这一时期，我们对中国社会史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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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殷周历史的重要意义①。

尽管吕振羽和翦伯赞在何时为奴隶社会的见解

上与郭沫若观点相异，但在中国古代社会存在过奴

隶制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吕振羽在《史前期中国社

会研究》中称赞道：“郭沫若君说得好：‘中国人不是

神，也不是猴子’”，发出与郭沫若类似的感慨：“中国

社会历史的发展，当然也不能在这个共同的法则之

外，另有一个途径”②。吕振羽还具体借鉴了郭沫若

的多个学术观点。如他以娥皇女英、舜象实行共夫

和共妻，证明对偶婚在中国历史上的存在③、举《尚

书》和《孟子》等书所记的尧舜禹禅让说，以证明部落

联合的民主制度等④。

中国历史上有无奴隶社会，在当时关系到唯物

史观社会形态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社会的原则性问

题，牵涉到现实和学术等多重因素。吕振羽、翦伯赞

在这些方面与郭沫若的观点相同或相近，一定程度

上彰显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治唯物史观史学的若

干内在一致性。

事实上，吕振羽和翦伯赞在这个时期对于郭沫

若观点所持的异议多于赞同，否定大于肯定，这主要

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在具体的论证方法上，吕振

羽和翦伯赞把“疑古”思想和实验主义的方法混为一

谈，将郭沫若划到“实验主义”一派加以抨击。第二，

他们不认同郭沫若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古代社会

性质和古史分期的认识。

在深入研究古代社会的基础上，郭沫若发现他

与“古史辨派”的诸多观点“不期而同但都是先我而

发的”⑤。他们均不相信神话传说的真实因素，“据

古代的神话传说以为正史，这是最大的错误，最大的

不合理”⑥。由于对顾颉刚疑古学说的认同，曾批评

胡适“对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形，几曾摩着了一些儿

边际”的郭沫若转而表示：“胡适对于古史也有一番

比较新颖的见解”，“就‘古史辨’看来，他于古代的边

际却算是摩着了一些”⑦。

胡适套用“实验主义”而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

证”的“科学方法”。顾颉刚自述受到胡适中国哲学

史课上对上古史“截断众流”处理方法的影响而认为

“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

怎样说才好的”⑧。顾颉刚提出著名“层累”说的《与

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得益于胡适的推荐，于１９２３

年在《努力周报》上发表，胡适也曾表示自己“有偏袒

顾先生的嫌疑，我也不用讳饰了”⑨。如此在人们看

来，顾颉刚的疑古说与胡适的“实验主义”便紧密联

系在一起，如有人所说的“纯观念论与实验主义的疑

古考据之如《古史辨》”�10。吕振羽、翦伯赞也将顾颉

刚的疑古学说视为胡适所倡导的“实验主义”的产

物。他们批评道：“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人断定中

国史的开幕时代是殷商……他们从实验主义出发，

无视那些关于‘有巢氏’、‘燧人氏’以至‘夏代’的神

话传说所能说明的原始社会的诸特征”�11，“有些实

验主义的信徒如钱玄同、顾颉刚之流，大胆地打起疑

古的招牌，企图在原始社会去宣传他们的实验主

义”�12。

大概是郭沫若通过《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肯定了

顾颉刚疑古观点的缘故�13，抑或受时人如托派李季

对实验主义“过火”式抨击的影响�14，吕振羽、翦伯赞

把郭沫若归入“实验主义”一派。郭沫若以殷代为中

国历史的开幕期，被吕振羽看作“没有完全摆脱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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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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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⑨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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翦伯赞：《中国史纲·序》第１卷，第３页。

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第６页。

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第１４８～１４９页。

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第１５４～１５５页。对此，童书业
则认为：“这本是郭沫若先生一时失检的误说，在郭氏本人早已
弃之如遗的，不料吕君拾了余唾当作宝贝。”（童丕绳：《评〈史前
期中国社会研究〉》，《图书展望》第２卷第８期，１９３７年６月）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三版书后》，第２０页。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导论》，第７页。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三版书后》，第２０、２２页。

顾颉刚编著：《古史辨·自序》（一），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

第３６页。

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载顾颉刚编著《古史辨》（一），第

１９８页。

哲夫（吴泽）：《中国历史著作论———关于几本中国历史著作的
批评与介绍》，（重庆）《理论与现实》第２卷第１期，１９４０年５
月。

吕振羽：《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重庆）《理论与现实》第２
卷第１期，１９４０年５月。

翦伯赞：《关于前阶级社会的构成之基本诸问题》，《世界文化》

第１卷第２期，１９３６年１２月。

如当时有人认为：“郭沫若氏之研究古史，所以明唯物史观之
说”，“顾其为疑古以考古，欲藉古以明其主义者则一也。是顾
氏之与郭氏，又貌异而心同者矣”（沅思：《近代古史研究鸟瞰》，
《无锡国专季刊》第１期，１９３３年５月）。

李季直指顾颉刚为实验主义的信徒，认为顾颉刚的方法论和古
史观点受到实验主义的影响（李季：《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贡
献与批评》，载《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２辑，《读书杂志》第２卷
第２－３期合刊，１９３２年３月）。



主义的影响”，“这正是郭氏历史理论中之实验主义的

成份在作祟”①；郭沫若以“兄终弟及”“常常专为先妣

特祭”及“多父多母”的形迹判断商代为母系氏族中心

社会，存在“以残余作为主要，以局部概括全部”问题，

“同样犯了这一实验主义的错误”，“已完全在追随着

实验主义者，郭先生自己或者还不知道哩”②。翦伯

赞也认为：“我们不能不佩服我们郭沫若先生的勇敢，

他竟然‘写满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纸’，可惜他所

写的，不过是罗振玉王国维的材料的分类，他已经滚

进实验主义的泥坑中而不能自拔了。”③

这些看法显然失于偏颇。首先，顾颉刚提出“层

累”说且很快产生影响，这确与胡适的支持与引导有

一定关系，但是疑古学说并不等同于胡适所谓的“实

验主义”，胡适宣扬的“实验主义”究竟为何，时人的认

识十分混乱④。郭沫若从史料辨析的角度认识到古

典文献记载中确曾有许多不可信的内容，因而肯定

“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确是个卓识”⑤，

但这不代表他一并认同“实验主义”。其次，必须看

到，郭沫若对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等学术主张是持

批评态度的。早在１９２４年，郭沫若就撰文指出，对于

“整理国故”运动“我们尤不可估之过高”，“整理的事

业，充其量只是一种报告，是一种旧价值的重新估评，

并不是一种新价值的从新创造”⑥。郭沫若的学术主

张不仅与胡适不同，而且他在研究中所持的唯物史

观更迥异于胡适的“实验主义”。如郭沫若所言：“你

们除饱读戴东原王念孙章学诚之外，也应该要知道

有 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的著书，没有唯物证论的观念，连

‘国故’都不好让你轻谈。”⑦那时郭沫若正流亡于日

本，吕振羽、翦伯赞并不了解郭沫若的治学宗旨和政

治立场，他们对郭沫若学术倾向的某些误判，是当时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尚不十分明确的反映⑧。

吕振羽、翦伯赞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古史分期

等问题上与郭沫若的分歧，更多地体现于学术层面。

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曾说：“大抵在西周

以前就是所谓‘亚细亚的’原始共产社会，西周是与

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时代相当。”⑨１９３６年他提出新看

法：“马克斯所说的‘亚细亚的生产方式’或‘东洋的社

会’实等于‘家长制’或‘氏族财产’形态，而‘古代的生

产方法’便明确地指示着希腊罗马的奴隶制”，“作为

社会发展之一阶级的所谓‘亚细亚的生产方式’是奴

隶制以前的一个阶级的命名”�10，即主张“亚细亚生产

方式”是先于奴隶制而存在且构成社会史的一个必

要阶段。翦伯赞批评说：“由于他对社会形式发展史

的常识之缺乏，以致闹出所谓‘亚细亚的就是原始共

产社会’这一类的许多笑话”�11，非但歪曲“中国具体

的历史事实”，而且“完全忽略‘奴隶制’之东方的特

殊性”，从而对中国奴隶制“不免有些过分的夸

大”�12。吕振羽认为，郭沫若前后的见解“只依照马克

思的文字顺序看，可说是妥适的；但马氏所指的‘亚细

亚的生产方法’或‘东洋社会’，却是属于国家范畴的

历史时代，这是不能和郭氏的论断符合的”�13。翦伯

赞和吕振羽的基本观点是，“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阶

级社会的构成，确切地说，是“东方奴隶制的变种”。

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断限，是吕振羽、翦伯赞

与郭沫若的主要分歧所在。郭沫若判断殷代处在氏

族社会末期，为金石并用时代，商代尚未脱离母系氏

族社会�14。吕振羽认为，郭沫若对殷代的生产力和

生产关系水平估量过低，殷代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超

越了氏族社会的范围�15。翦伯赞重点批评郭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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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振羽：《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重庆）《理论与现实》第２
卷第１期，１９４０年５月。

吕振羽：《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第７～８页。

翦伯赞：《殷代奴隶社会研究之批判》，《劳动季报》第６期，１９３５
年８月。

如有人甚至把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也说成是“大体上从实
验主义立场出发的”。参见伏生（胡愈之）《略评〈历史哲学教
程〉》，《上海周报》第１卷第７期，１９３９年１２月。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三版书后》，第２２页。

郭沫若：《整理国故的评价》，《创造周报》第３６号，１９２４年１月。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序》，第６页。按，此处的“唯物证
论”即“唯物辩证论”（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序》，上海
联合书店１９３０年版，第６页）。

在这个时期，吕振羽、翦伯赞与流亡日本的郭沫若没有交集，郭
沫若的中共党员身份也很少有人知晓。关于郭沫若的党籍问
题，参见李斌《关于郭沫若的党籍与党龄》，《海南师范大学学
报》２０２０年第４期。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１７６页。

郭沫若：《社会发展阶段之再认识———主于论究所谓“亚细亚的
生产方式”》，《文物》第１卷第２期，１９３６年７月。按，联系上下
文，此处的“阶级”即“阶段”之意。

翦伯赞：《关于前阶级社会的构成之基本诸问题》，《世界文化》

第１卷第２期，１９３６年１２月。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第２９５页。

吕振羽：《“亚细亚的生产方法”和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
题》，（重庆）《理论与现实》第２卷第２期，１９４０年１０月。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导论》，第９～１２页。

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第３６～３７页。



“殷代氏族社会”的观点和论据，指出殷代为青铜器

时代，奴隶已成为社会组织的基本组成部分，在生产

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殷代已经开始了人类劳动

力之榨取，形成了主人与奴隶对垒的阶级社会①。

郭沫若认为周初已使用铁制农具，农业发达，同

时，通过考辨周代彝铭中无井田制痕迹、无五服五等制

以及直接生产者“小人”“农人”和“庶民”的奴隶身份，主

张西周为奴隶社会，周室东迁以后，中国由奴隶制转向

真正的封建制②。据吕振羽考察，西周时期奴隶经济

已退出支配地位，让渡给了农奴经济，农民所耕作的

土地，不单是“公田”，同时有“私田”，郭沫若在《中国

古代社会研究》中例举的关于西周社会的史证“大多

只能说明封建制度，并不能说明其所谓奴隶制度”③。

１９４５年，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的《古代研究的自

我批判》篇，对曾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出现的

“好些未成熟的或甚至错误的判断”作了自我批判。如

他修正殷代是原始社会末期的旧说，肯定殷商是青铜

器时代和奴隶社会；重新检讨“新史学家们认周代为封

建社会的主要根据”，坚持自己原来认为是奴隶社会的

看法，并作了进一步论证④。这些“自我批判”包含的

“修正”和“坚持”，一定程度上正是针对吕振羽、翦伯

赞在３０年代“点名”式批评的“不点名”回应⑤。

全面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家阵容逐渐清晰，

他们有意识地暂置学术分歧不论，而以整体面貌致力

于历史著述与革命斗争，吕振羽、翦伯赞在一些问题

上也或改变或调整了先前对郭沫若的评价。如翦伯

赞在《历史哲学教程》中特别指出：“在他们（指胡适、

钱玄同、顾颉刚———引者注）应用实验主义考证方法

的时候，应用新科学方法来考据的工作，也已由郭沫

若等在开始了”⑥；在专论“实验主义”的文章里，他

将批评、清算的重点集中于胡适，未再提及郭沫若、

顾颉刚等之前被他划分至实验主义阵营的学者⑦。

吕振羽转而强调郭沫若的学术成就及他们之间的共

识，“在过去十余年中，对中国历史发展阶段论的论

争上……自始就坚持科学的历史阶段论的，主要是

郭沫若先生和我”⑧，并指出“郭氏对中国社会史研

究的功绩，不在于其见解是否完全正确，而在于他首

先应用史的唯物论来系统地研究中国史”，他们二人

“对中国奴隶制时间的估定虽然不同，而在肯定中国

奴隶制社会阶段这一点上，却是同一的”⑨。

亚细亚生产方式、古代社会性质与古史分期问

题，均为始于唯物史观史学形成时期并在日后长期

争论不休的重要历史理论问题，包括吕振羽、翦伯赞

与郭沫若在内的各方观点形成对峙、争论的局面，是

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过程中的现实状况，也是中国

马克思主义史学整合与过渡中的实际反映。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以前，马克思主义史家分散

海内外，境况各异。有学者指出：“从中国社会史论

战到１９３７年国共第二次合作的七八年间，无论是在

称谓还是在研究阵营和研究内容上，后来所说的‘中

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概念和指代都并不明确。”�10

吕振羽、翦伯赞在论战后期加入其中，得以统观全局，

以反思、总结的视角全面把握论战中出现的各类问

题，结合自身学术实践所提出的诸多思考和反思，成

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得以继续发展的潜在因素。２０世

纪３０年代，吕振羽、翦伯赞在学术观点、研究路径、著

述旨趣等方面“和而不同”，二人对郭沫若观点的继

承、批驳和再认识及其存在的批评、误判等现象，都是

中国马克思史学阵营尚未明确时的实际状况，而他们

之间的共识在于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进行历史研究并

持有共同政治立场，这成为此后马克思主义史家以整

体面貌开展研究的基础。因此，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

马克思主义史学过渡与整合阶段的特点，实事求是地

分析马克思主义史家谱系的多重面相，对深入研究中

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作者：刘超燕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王　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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翦伯赞：《殷代奴隶社会研究之批判》，《劳动季报》第６期，１９３５
年８月。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２９５～３１０页。

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第４７～４９页。

郭沫若：《十批判书》，重庆群益出版社１９４５年版，第１、３１页。

李孝迁：《〈十批判书〉的写作语境与意图》，《历史研究》２０２１年
第４期。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第１７页。

翦伯赞：《中国历史科学中的实验主义》，《读书月报》第２卷第３
期，１９４０年５月。

吕振羽：《论中国历史发展的诸阶段》，《中学生》第５０期，１９４１
年１１月。

曾与（吕振羽）：《中国社会史上的奴隶制度问题》，《群众》第５卷
第９－１０期，１９４０年１０月。按，该文后被收入吕振羽《中国社
会史诸问题》（上海耕耘出版社１９４２年版）一书。

张越：《如何继续深化新中国成立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研
究》，《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３期。


